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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53年的中国，历史正在波澜壮阔地演进着！

然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依然没有建立

起自己的法律体系。1949年2月，王明发挥“余热”，

起草了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体系的文件，并由中共中

央发布了这个《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

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文件指出：“国民党的全部法

律是保护地主与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工具，

违反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必

须全部废除。”1949年9月30日，由全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一

定时期内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3年之后，第一届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届满，形势的变化也使得《共同

纲领》与时代颇有些不适合的地方。特别是1953年2
月，全国各省（市）、县、乡（村）先后举行了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正式建立创造了

条件，积累了经验。[1]

新政府建立之后，要治理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

化落后的国家，既没有成熟的经验，又没有现成的

“本本”。路子该怎么走，办法在哪里？随着新政权的

巩固和国民经济与社会秩序的恢复发展，制定新宪

法，已成为时代赋予的重大任务。[2]而且，这部宪法

还 “不是完全社会主义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

法。”[3] 1953年3月初毛泽东在修改审定的《宪法草案

初稿说明》中指出:“宪法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从国家的

制度、国家的权力和人民的权利等方面作出正确的适

合历史需要的规定,使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的完成

获有法律上的保证。宪法草案的主要努力,首先用在这

个目的上。”[4]在宪法草案正式通过以后,毛泽东在一次

会议上讲:“这部宪法是过渡时期的宪法,大概可以管15
年左右。”[5]一方面可以说，“五四宪法”从起草到宪

法内容的规定,皆出于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与

实施。[6]另一方面，在抗美援朝胜利、大规模社会主

义改造基本完成、《共同纲领》即将完成历史使命之际

制定国家的根本大法，对于决定国家未来走向，构造

基本的国家制度，确定基本的政治秩序，巩固新生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

中共中央于1952年底作出决定：尽快召开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并按规定向全国政协提议，

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定期召开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1952年12月24日，全国政协常

委会举行扩大会议，一致同意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决

定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议，根据中央

人民政府组织法第7条第10款的规定，筹备召开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二十次会议专门讨

论了全国政协委员会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

定宪法的建议，并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

委员会负责宪法的起草工作，委员会共有33人，毛泽

东为主席，并由他提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名单。

为了协调宪法草案的讨论，1953年3月15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由陈伯达、胡乔木、董必武、

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张际春、田家英等八人组成

的宪法研究小组，负责初稿的最后修改。但是，由于

作为制宪指导思想和基本依据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仍

在酝酿和讨论之中，也由于“高、饶事件”，宪法草案

的起草工作被推迟了一年多。直到 1953年 12月 24
日，中央政治局才决定毛泽东休假一段时间，由刘少

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当晚，毛泽东带领宪法起草小

组成员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乘火车南下杭州，

主持宪法起草工作。[7]

此前的11月至12月期间，毛泽东已经让宪法起草

委员会委员陈伯达一个人先起草了宪法草案第一

“五四宪法”的命运与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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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8]根据穆兆勇先生的研究，[9] 1954年1月7日，正

式开始宪法起草工作，次日毛泽东主持召开起草小组

会议，制定了宪法起草工作计划，并在15日向刘少奇

等中央领导同志发电通报。2月中旬拟出了宪法草案的

初稿，23日又修改出了二读稿，25日修改出了三读

稿。24日、26日，毛泽东分别两次致信刘少奇谈宪法

草案初稿的修改情况。刘少奇于2月28日、3月1日两

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了

宪法草案初稿三读稿。就这样，讨论、修改工作在南

北两地分头进行，从1月7日开始，直到3月中旬才结

束。在此期间，杭州方面，毛泽东主持起草小组一次

次修改；北京方面，刘少奇召集中央有关人员一次次

讨论。北京方面讨论一次，意见发到杭州，杭州方面

就修改一次，然后又将修改稿传回北京，每次都有很

多修改。3月上旬，起草小组又提出了第四稿。3月12
日、13日、1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对

四读稿进行讨论修改，基本上完成了对宪法草案（初

稿）的草拟工作。之后，宪法草案的起草告一段落。

毛泽东于1954年3月17日返回北京。

3月23日，宪法起草委员会的30多位委员聚集中

南海勤政殿，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会议

提出了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初稿）》。毛泽东说，这个初稿可以小修改，可以大

修改，也可以推翻另拟初稿。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对宪法的讨论，3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讨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通知》，要求各

大行政区，各省、市、自治区和 50万人以上的省辖

市，广泛地进行对宪法草案（初稿）的讨论。从这一

天开始，到6月11日结束，历时80多天，共有8000多
人参加了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共计5900多条。同时全

国政协开始分17组举行宪草座谈会，共进行40多天，

提出有价值的意见3900多条。[10]这期间，在刘少奇的

主持下，宪法起草委员会一共召开了五次会议，吸收

了各地报来的意见，逐章逐条地对初稿进行讨论修

改，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修正稿）》。

6月11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召开第七次会议，对

宪法草案的全部条文作最后审查。全体一致同意，决

定将它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6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

关于公布宪法草案的决议，要求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立即在人民群众中普遍地组织关于宪法草案的讨

论，发动人民群众积极提出对于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

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宪法草案全文，并

发表题为《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地展开讨论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草案》的社论。于是，一场全民大讨论便以

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讨

论持续了两个多月，参加讨论的人数达1.5亿人之多，

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各个方面前前后后提出的意

见共有118万多条。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宪法起草

委员会对草案又作了修改。

9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再

一次讨论通过了经过修改的宪法草案，并决定正式将

其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9月
13日，毛泽东又对这个报告稿作了最后的修改审定。

1954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共

和国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第一部宪法由此正式诞生。

从现在能够查阅的档案材料来看，毛泽东对宪法

起草堪称是字斟句酌，改了又改，批语也写了不少，

前后易稿一二十次，反复研究，不厌其详。杭州草宪

的工作非常紧张，毛主席经常通宵达旦。有人这样记

载，1954年“2月24日凌晨2时，夜幕依然严严实实

地笼罩着整个西湖，杭城人民正在睡梦中甜甜地休

息，而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在书房内操劳。灯下，主席

在给刘少奇、胡乔木写信，部署工作。”[11]

杭州宪草于3月9日拿出初稿。3月14日毛泽东和

起草人员开始离开杭州回京，此后他又亲自主持了多

次讨论和修改。自始至终，毛泽东都领导和参加了宪

草工作，不仅确定指导思想，提出许多重要内容，组

织召开各种会议，作多次重要讲话，而且对历次宪草

作多次重大修改倾注了很大心力。

这一段时间毛泽东对宪法是足够重视的。在赴杭

州的火车上，毛泽东对随行人员说，治国，须有一部

大法。我们这次去杭州，就是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这

件立国安邦的大事。在杭州期间，他也曾对身边的工

作人员说：“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从党的主席到

一般老百姓都要按照它做，将来我不做国家主席了，

谁当也要按照它做，这个规矩要立好。”[12]他是新生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第一部宪法当之无愧的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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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大局，田家英等人对毛泽东尽

心辅助，周鲠生、钱端升作为法律顾问，叶圣陶、吕

叔湘作为语言顾问，也都为这部宪法恪尽职守，呕心

沥血，他们都堪称制宪英雄。

三

制定宪法时，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宪法能否

得到切实执行。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

次会议讨论宪法草案时说:“这个宪法草案是完全可以

实行的，是必须实行的。”在前三个年头里，据彭真回

忆：“那个时候，中央决定重大问题时，毛主席、周总

理常问：是不是符合宪法?”
然而，好景不长。虽然1954年宪法是在中国共产

党和毛泽东的直接努力下起草、审议和通过的，但从

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起，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

改变了，从此不适当地强调阶级斗争和大搞群众运

动，“人治”的思想抬头，不再那么重视宪法和法律

了，有时甚至置宪法和法律于不顾。[13] 1957年毛泽东

在一封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信中，“建议取消宪治

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14] 1958年8月，在北

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法律这

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不能靠法

律治多数人，……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

得。”刘少奇插话说：“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还

是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15]“在实际生活

中，党和党的组织往往处于宪法之上，不按照宪法的

规定办事，结果只能使宪法虚置。”[16]制宪者们并没有

尊重自己亲自参与设计的宪法，甚至不能以宪法保证

自己的全身而退。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往往太容易将历史的功绩或

过错归于某些个人，而忽略了历史复杂的内在理路与

深层结构。揆诸近代中国的宪法史，我们就会发现，

不能简单地将问题归于某些个人身上。一部宪法的被

废弃，固然有当政者不愿意奉行的原因；而同样重要

的原因还可能是，它是否为时代最迫切的需要？

1954年宪法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第一

部宪法，但却不是中国的第一部宪法。[17]因此，应该

把它的产生、实施与命运放在更为宏大的近代中国法

制变革的背景之中来进行看待。近代法制变革乃是从

1840年开始，在五战五败，丧权辱国，创巨痛深的背

景下展开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救亡就是

鸦片战争以来我们这个民族的首要任务与主题。救亡

之要，一在自强，二在求富，即是富国强兵。特别是

甲午战争的失败为中国进行法律、制度的变革提供了

历史的紧迫感与推动力，这次战败对国人造成的心灵

创伤是空前的，甚至是无与伦比的。日本不仅进行了

器物上的变革，更进行了制度与文化上、特别是律法

上的更张。这被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作是日本战胜

的原因。康有为于光绪二十四年六月（1898年 7月）

所上《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臣

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希望朝

廷“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枢政与

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

待也。”瓜分豆剖的历史境遇决定了当时的目标只能是

救亡，而要救亡就必须自强求富；与此相比，其他的

都只是手段与工具。

如果说洋务派与维新派对法律的认识还主要停留

在思想层面上的话，那么清末的修律变法更直接凸显

了当时人们对法律的真正认识。内外困乏中，清廷统

治的合法性资源[18]在不断流逝，为了“自强”不得不

重新拾起“变法”的旧旗，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十二月年发布改革诏书，正式提出学习西方制度

与文化，但其念兹在兹的，仍然是如何而“国势始

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武备始精，如何而度支

始裕”[19]的“富强”之策。接着张之洞与刘坤一连署

“江楚会奏”，其中力主学习西方的政治与法律制

度。[20]清廷在批阅刘、张奏疏后，再次下旨指出，“惟

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21]并于1902年2月
正式下诏进行法制改革。

观诸清末的修律变法，我们也可以发现其实质不

过是“功夫在诗外。”在更大的程度与意义上，绝不仅

仅是由于当时之人对西方法律的“体”或者说其核心

与精义有多少高妙与深邃的理解，相反他们看到的乃

是其“用”。一是看到了西方法律在富国强兵中的作

用，希望能够通过变法而自强，从而巩固统治。二是

希望通过修律变法来解决某些现实的问题，比如废除

领事裁判权。在出使海外进行立宪考察的五大臣看

来，“保邦致治，非此（宪法）莫由”，立宪乃“富强

之纲纽。”[22]端方也在奏折里明白地说，“中国欲国富

兵强，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矣。”[23]最终，

清廷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在1906年9月1日下诏，“各

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24]可见，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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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历史困境决定了必须以救

亡为第一要务来看，还是从清末修律变法前后人们对

西法的认识，以及修律变法的宗旨、手段及对具体

“西法”的采择来看，当时的西法东渐都不是为了“以

法治国”，而是为了“以法强国”。

如果以此为背景和框架，我们就更易理解五四宪

法的命运与际遇。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任务就是

富强。在一定程度上，这个任务迄今未变。1949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后，内忧外患之中，靠的不是

法治，而是基于极强的汲取能力、自主能力与社会渗

透能力等所构造的强悍国家能力，才实现了迅速稳定

国内秩序、发展生产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胜

利。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今天，在很长的历史阶

段内，法治都必须服务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大

局。这就是我们理解中国法治的历史背景与现实逻

辑，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摆正以法治国与以法强国的

关系，才能真正理解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命运。

如今，经过30年的发展，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特别是1997年，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并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

方略。将过去所讲的“法制国家”改为“法治国家”，

一字之变，体现的是执政党法治思想的新发展。1999
年，“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载入

宪法。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

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一系列新部

署。值得注意的是，“依法治国”及其作为宪法的一部

分施行，最重要的出发点之一就是“为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保驾护航。”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发展

才能强国，只有发展才能富民。事实上，“富强”不仅

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革命和改革的关键词，更是法制

变革的驱动力，也是立宪与行宪最为重要的动力之一。

因此，围绕着“富强”及因此而导致的历史偏

差，只有深入到历史的结构之中，我们才能理解为何

宪法久难施行；在经历了历史的教训后才能明白，为

何依宪治国是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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